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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競爭力治理途徑之研究∗
 

劉宜君** 

【摘  要】 

隨著全球自由經濟貿易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國際各城市面臨各種經濟

資源的競爭與合作，許多城市居於全球競爭的主導地位，而國家能否在企

業的全球秩序下獲得生存與維持優勢，也繫於其主要城市的發展與競爭

力。過去城市與鄉村的主要差別之一在於資訊的流通與更新的速度與深

度，甚至可以說資訊是城市的原始動力之一，而城市本身是資訊化過程中

的重要條件之一。有關城市發展與競爭力的討論，這幾年隨著資訊城市、

數位城市或虛擬城鎮概念的提出與實務的討論，許多城市政府認知到資訊

科技是經濟復甦與持續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例如紐約既是世界城市，在

生產的功能上達到全球的層次；它同時也是個資訊城市，具有充分能力來

集中和控制全球所倚賴的資訊流通網路。又如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數位

城市，是歐洲最大的城市網路，是一個存在於網際空間中、同時也能與實

際城市生活密切相連的著名實例。 

因此，本文旨在從資訊科技與知識管理結合的角度，分析城市政府在

擁有生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主導權下，面對全球化經濟與城市競爭

的情況下，如何將資訊科技與知識結合運用在城市發展上，以提高城市的

在地特色與競爭力。 
 

 

關鍵詞：全球化、知識城市、學習型城市、資訊科技、知識管理 

                                                 
∗ 本篇初稿曾發表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舉辦之
「第一屆地方治理與城鄉發展學術研討會」。作者在此感謝研討會中政治大學張金鶚教授及
台北大學張世賢教授之寶貴意見及指正，並於文中加以修正。 
** 作者為開南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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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廿一世紀資本主義再結構(reconstruction of capitalism)1與資訊主義

(Informationism)擴散的過程，全世界的政府和社會經歷結構的重大變化，

解構了過去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治理結構，轉變為依據不同的政策議題而

形成由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企業，以及全球資

本相關聯的新治理網絡。在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與競爭，這種超越傳統政府

角色的治理體系具有其廣泛與彈性的優勢，不但造成傳統民族國家角色的

轉變，也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Smouts, 1998： 81-83)。這是因為

相較之下地方政府或層級更低的治理單位(如城市)具有彈性行動與因應能

力，也易找到競爭的利基(李惠斌、楊雪冬，2000；孫治本譯，1999；孫治

本、譚又寧譯，2001)。 

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認知到資訊科技是都市復甦與經濟持續成長的

關鍵要素，隨著資訊城市(information city)、科技城市(technopolis)、知識城

市(knowledge city)、創新城市(innovative city)概念與實務的興起，甚至建構

存在網際網路空間中、同時也能與實際城市生活密切相連的數位城市

(digital city)或是虛擬城鎮(virtual city)(例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芬蘭的赫爾

辛基)，對於提升都市競爭力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此外，依據聯合國於2004年3月24日發表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3

年回顧」報告指出，50年來城市人口的激增對於各國和國際社會的發展構

成一個挑戰。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必須成為國際發展議程中的一個關鍵議

題。以 2003年為例，世界人口有 48％居住在城市裡，估計世界城市人口

有30億；到2007年，城市人口將超過世界人口的 50％，估計世界城市人

口將增加到 50億。此一趨勢意味著城市人口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超過農村

人口。城市人口從 2003年到2030年將平均每年增長 1.8％。增長最快的是

不發達地區的城市人口，從2003年到2030年不發達地區的城市人口

                                                 
4 依據 Castells提出的資本主義再結構邏輯，在制度層次與企業管理的改革中，有下列主要目
標：(1)在勞資關係中，深化資本主義追求利潤之邏輯；提高勞資之生產力；(2)生產、流
通與市場全球化，掌握地方最有益的利潤創造機會；(3)國家的充分支持，以增加國家生產
力與經濟競爭力，但會損失社會保護和公共利益管制。而為達到上述目標，企業必須依賴
先進的資訊科技，因此 Castells 進一步指出沒有新的資訊技術，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受
到相當程度的限制，而彈性管理亦無法實施(夏鑄九，199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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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年均增長 2.3%(新華網，2004)。 

隨著全球貿易激烈競爭與資訊科技的發展，現代城市面臨的不只是都

市化與人口集中的問題2，也深受知識經濟、全球化與資訊化的衝擊，進一

步成為國家展現全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興起「全球城市」(global city)或

「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3。換言之，在全球化的驅力下，城市與其

他國家的城市、地區產生更為密切的關連性，城市逐漸成為國家經濟發展

的主體。因此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時代，城市成為競爭網絡的節點，國家

跟國家之間的競爭，其實就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過去十年，競爭的

城市著重在城市的績效，例如認為具有競爭力的城市是具有穩定、合理預

測市場與有豐富技術的城市。目前對於競爭城市也有數項認定特質，包括

一定規模的城市人口、具有吸引力的企業經營環境、強勢的移入民眾、吸

引有技能與教育的勞動力、提供適當的休閒與觀光條件，以及具有國際的

知名度。 

有鑑於資訊科技能力是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礎，應用資訊科技透過數位

化的過程將各種有用的知識內容，作有效的儲存、建立有效搜尋、傳播與

分享、維持更新機制，進而創造知識的價值。因此在邁進知識經濟時代的

同時，無論政府、企業或個人必須有效的掌握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創造知

識管理的最高價值。本文旨在從資訊科技與知識管理結合的角度，分析城

市政府在擁有生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主導權下，面對全球化、知識

經濟時代與城市競爭的情況下，如何將資訊科技與知識管理結合運用在地

方發展上，以提高城市的經濟、教育、文化水準與競爭力。在進行步驟上，

                                                 
2 從社會變遷和發展的角度來看，都市化是一個歷史性及全球性的趨勢，十九世紀初全世界
只有2.5%的人口住在都市裡，經過兩百年，全球將近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都市。近三十
年來，都市人口的成長和集中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印度孟買和巴西
聖保羅都因人口超過一千五百萬而擠身成為世界前十大都會。都市化是這個時代、世界各
地多數人生活的共同經驗(http://vschool.scu.edu.tw/Class01/Title.asp?Data_Code=94)。 
5 1966年，英國地理專家、規劃師彼得‧霍爾(Peter Hall)對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概念提出經
典解釋。專指已對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發生全球性經濟、政治、文化影響的國際第一流大
都市，霍爾在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書中，對此概念做全面概括，包括：(1)世界城
市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權力中心；(2)世界城市還是國家的貿易中心；(3)世界城市是主要銀
行的所在地和國家金融中心；(4)世界城市是各類專業人才集聚的中心；(5)世界城市是資
訊匯集和傳播的地方，有發達的出版業、新聞業及無線電和電視網總部。(6)世界城市不僅
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當比例的富裕人口；(7)隨著製造業貿易向更廣闊的市場擴
展，娛樂業成為世界城市的另一種主要產業部門(顧朝林，2002：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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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先分析全球化、資訊化與知識經濟對於城市治理之衝擊，進而描述

資訊科技與知識管理結合運用的實務，並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貳、全球化對於城市治理之衝擊 

全球化促進跨國及跨地域城市之間聯繫與互動，也造成這些城市之間

的競爭加劇。例如，亞洲城市中，新加坡、香港、台北及上海等，過去幾

年到現在，都一直在爭取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和營運中心；又如歐美先進

工業化國家，最近幾年特別重視環保議題所引發城市永續發展的問題，許

多跨國公司在評估總部設立地點時，也將城市環境納入評估的重要指標之

一(OECD, 1997)。 

隨著產業活動在多數都市地區的式微，技術與知識密集成為城市競爭

力發展的基礎，將知識資源轉換為地方發展的動力，提供永續發展的基礎

(Knight, 1995)。因此，全球化不意謂地方不再重要，相反地，當全球化對

於地方政府造成衝擊時，地方價值應該與全球價值整合，同時將較低層級

或非正式的知識轉換為地方發展所需的知識(曾梓峰，2002)。換言之，地

方政府強調知識資源的重要，要學習如何建立自己知識基礎的優勢，藉由

塑造與執行強化其特殊的知識文化及轉換為地方發展資源的策略。 

此外，隨著電話、電視、電腦、人造衛星等現代資訊通訊科技蓬勃發

展，已使全球聯結成為一個緊密的資訊體，大幅地縮短國家之間與城市之

間的互動距離，亦加快國際化城市形成過程，使國際化城市成為全球通訊

管理中心(顧朝林等，2002：35-36)。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東京、巴黎、紐

約和倫敦等已開發國家的世界城市，也發生在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部份城

市，如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地(顧朝林等，2002： 37-38) 4。例如在

中國大陸，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區為代表的城市群和城

市帶(Megalopolis) 5已經形成，帶領該區域經濟的發展，也深刻地改變當地

                                                 
4 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將出現三大城市集群，即以倫敦、巴黎為首的歐洲集群，以紐約、
洛杉磯為首的北美集群和以東京為首的亞洲集群。在各自集群中，又存在一系列不同層次
的國際性城市。因此，在綜合考慮人口規模、全球戰略地位和所在集群的功能作用以及各
集群未來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可以確定未來全球城市體系的基本格局(顧朝林等，2002：
20-25)。 
5 城市群是伴隨工業化而出現的，其主要分布在西歐、美國和日本等已開發工業化國家。西
歐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開始最早的地區，城市化水平高，城市數量多，密度大，均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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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佈局。因此，許多地方或城市政府體認到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堀

起為提升競爭力的途徑之一。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也興起資訊城

市、數位城市、資訊高速公路或是虛擬城鎮的概念與實務，將網際網路視

為都市的主要發展工具之一(江淑琳，1999)。 

此外，全球化除了為地方民眾帶來新的機會與權益，也同時加諸新的

責任與義務，亦即如何以「在地化特色」接受「全球化挑戰」，也成為城

市政府治理的挑戰之一。例如地方政府除加強全球化視野與前瞻能力外，

也必須改進與在地企業與社區的關係，尤其注意地方民眾與團體的需求與

支持。 

參、知識經濟時代對於城市治理之衝擊 

1990年代以來，隨著知識的蓬勃生產與廣泛、迅速流通，知識成為經

濟成長和品質提高的主要動力。1996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表

「知識經濟報告」，認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將改變全球經濟的發展

型態，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因此，知識經濟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是

全面和深遠的，不僅對於整體的經濟發展提供挑戰與機會，同時影響政府

的治理模式。換言之，知識不但影響全球企業的競爭型態與形塑新的商業

關係，亦對現代國家的治理模式造成明顯的衝擊。其中學習型城市或區域

(learning city or region)是城市政府在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發展的新治理型態
6。例如歐洲終身學習促進會(European Lifelong Learning Initiative，以下簡稱

ELLI)積極推動學習社區或學習城市的落實，該會定義為：一個城鎮透過發

展公民正式與非正式教育與訓練的計畫，提供市民充分的學習機會，創造

一個充滿生機的、參與式的、具有文化意識與經濟活力的環境，有系統的

提高全體居民的潛能與生活品質，以因應全球與國際經濟的變化(林勤敏，

2000)。因此，學習型城市結合適當的學習資源、制度結構、現代科技與世

界觀(cosmopolitan values)，使其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啟動者與促進者。

                                                                                                                      
個城市集群的形式形成城市群。如英國的倫敦-伯明罕-利物浦-曼徹斯特城市集群中包括英
國四個主要大型城市和十多個中小型城市，是英國產業密集帶與經濟核心區。 
6 過去對於學習型城市的意涵並沒有一致的界定，但普遍認為該概念與創新、促進創新系統
有關，亦即學習城市與地區是一個針對城市的發展核心提供創新與的地方，將城市內有關
永續發展的活動透過終身學習、創新、資訊科技加以實現(Florida，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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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係比較傳統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與當代學習經濟(learning economy)

在生產模式、產業關係與競爭力基礎之差異(Florida, 1995；Larsen, 1999)。 

因此，城市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成長和生產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一個現代化過程發展成功的區域或城市通常具有下列優勢

(Cuadrado-Roura, 2001)： 

（一）透過資訊基礎建設的建設與技術研究發展中心的設立，作為提

高城市學習能力的基礎，以利於迅速創新和技術的開發； 

（二）容易獲得充裕的人力資本，以及穩定供應的合格勞動力，有利

於吸引外國投資和發展新產業； 

（三）提高城市的經濟開放程度與參與全球市場的能力； 

（四）容易獲得先進的生產服務，如戰略規劃、技術諮詢、商業化和

出口、研究與開發、專業的金融服務等。  

（五）有競爭力的城市或區域，易與中央政府和民間組織，以及其他

國家的城市形成合作網路，獲得更多的發展支援與合作機會。 

（六）創造市民優質的生活品質與激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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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量生產與學習經濟型態之比較分析 

 大量生產的國家(區域或城市) 學習型國家(區域或城市) 

競爭力
的基礎 

●生產的優勢建立在自然資源
的基礎上 
●重視實體勞動力 

●永續發展的優勢建立在知識
的基礎上 
●強調持續進步 

生產系
統 

●以大規模製造為基礎的生產 
●將勞工視為經濟價值的主要
來源 
●將創新與生產活動分別處理 

●以知識為基礎的生產 
●強調生產的持續創新 
●將知識視為價值的來源之一 
●整合創新與生產活動 

人力的
基礎結
構 

●低技能、低成本勞工 
●極大化勞工的效率與生產力 
●固定時間的工作教育與訓練 
●主要人力為有技能的菁英 

●主要人力為知識工作者 
●持續的改善人力資源 
●持續的教育與訓練 

資訊基
礎建設 

●國內導向 ●全球導向 
●電子資料交換 

產業之
間的關
係 

●競爭敵對的關係 
●利用傳統的命令與控制的架
構 

●相互依賴關係 
●網絡組織 
●建立彈性的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Florida，1995)。 
 

歐洲終身學習創協(ELLI)主席，也是英國雪菲爾哈蘭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 Hallam)歐洲學習型城市與學習型地區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the 

Learning City and Learning Region)教授 Norman Longworth具體地提出建立學

習型城市的十四項指標(Longworth, 1999)： 

（一）  發展學習型城市的領導人才，使其能像教師一樣從事學習與

諮詢。 

（二）  能夠有效的培育市民執業所需的技能，具備就業能力。 

（三）  策略性的鼓勵所有市民使用個人的學習計畫，以激發民眾創

造性的潛能。 

（四）  釋放社區內所有潛在學習資源，以促使公、私立機構成為互

利的夥伴關係。 

（五）  運用各種方案來連結不同族群、年齡與地方信仰，以培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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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開放的心胸。 

（六）  設計創新策略及提供資訊以增加市民對於學習的參與。 

（七）  瞭解市民的學習需求並提供機會，以滿足市民的學習需求。 

（八）  與其他學習型社區或城市合作發展人類潛能與執行創新方

案，以創造財富。 

（九）  訂定計畫協助市民在迅速變遷的現代社會，免於恐懼並能積

極回應。 

（十）  連結學習策略與跨部門的財政策略。 

（十一）有效使用新的學習科技，將城市轉化成現代化的學習中心。 

（十二）建立市民的技能、知識與才能資料庫，並鼓勵民眾利用自己

的能力為他人服務， 以激發市民參與城市生活與文化的創

造。 

（十三）提出各種能激發市民採取正向行動關懷社區環境的方案。 

（十四）經由舉辦慶典、園遊會等活動，鼓勵社區內的所有家庭共同

學習，培養學習的習慣。 

此外，Longworth進一步提出學習型城市的特徵，可從以下七個面向加

以討論(Longworth, 1999)： 

（一）學習資訊 

二十四小時開放具有吸引力的學習資訊，並採取更有創意的行銷策

略，以喚起潛在學習者的學習慾望，讓想學習的民眾易於接觸使用、讓不

關心的民眾容易被吸引、讓不感興趣的民眾容易被引誘而產生興趣。這些

學習資訊可以出現在職場、社區中心、購物中心、媒體及居民聚集的地方

如餐廳、商店、百貨公司、運動場和醫院。 

（二）學習資源 

學習資源指的是能提供學習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場地、設備等資源

供應的團體，學習型城市要與這些機構或團體建立互動的夥伴關係，使得

學校、企業、基金會、非營利機構、社區團體和公家單位等，都能建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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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的系統，使社區資源作更有效率的使用。 

（三）學習領導人才的培育 

學習型城市的推動，需要大量市民的參與，且在參與過程中，發展出

規劃學習活動的領導人才，並成為學習型組織的領導人力之一，使其在學

習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貢獻他們的智慧，擔任推動擴展的角色，讓社區能

發展成為真正的學習型社區。 

（四）學習科技 

利用傳播和教學的新科技克服學習障礙，譬如多元媒體教材，可以讓

學習變得更有趣。教師上課如同進入電影院，各種生動活潑的影像，讓教

學充滿驚其與刺激；另外像電腦科技，可以讓學習者親自動手操作，學生

成為積極的主動學習者。 

（五）民眾參與 

學習型社區的最大財富便是民眾本身，由社區民眾相互貢獻其智慧與

能力，可以使學習型社區更具活力。譬如各社區的學習中心之經營管理，

便是由社區民眾負責；學習通訊的資料蒐集和編印，由社區民眾來負責；

學習問題的諮詢工作，一樣可以由民眾來承擔。當本城市的學習活動達到

某種程度，民眾得以轉移其智慧和能力，貢獻給鄰近社區。 

（六）學習環境 

學習環境最能夠展現出學習型城市的特色，亦即一個學習型城市會激

發社區和其中的所有家庭學習，從舉辦各種慶典活動、展覽、園遊會等活

動，增進市民的學習習慣。例如英國倡導家庭學習日(Family Learning Day)，

學校配合舉辦家庭識字計畫、大學辦理家庭快樂日、青年俱樂部展出家庭

成員的家庭史、圖書館則邀請作家討論家庭關係的寫作心得、美術館舉辦

家庭畫像比賽、老人安養中心訪談住戶提供三十年前的家庭生活歷史等 7。 

（七）就業能力 

                                                 
7 社區環境本身也是學習的重要資源和學習環境之一，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每年都會訂定
一個「地球日」活動，強調人們必須和諧的參與維護自己生處的地球環境，進行生態保護
的教育學習活動，以促使民眾關懷保護地方的生態環境，並使他成為學習文化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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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社區並非只要求市民參與學習活動，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具備

應付生活問題的能力，其中就業謀生能力為最重要的生活能力，因此，學

習型城市成為抵抗失業的重要策略。當舊產業快速步入夕陽產業，新科技

成就新產業的誕生，由接受新科技的學習者來承接此項產業。同時透過不

斷的創新、迅速反應市場變遷、與不同機構結成夥伴關係，且積極面對工

作市場的需求，來提昇自身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準備度。 

因此，學習型城市能提高其自身在國內與全球的競爭力。一般而言，

學習型城市的學習途徑包括個人與機構的學習。前者是指個人正式或非正

式的知識獲得、個人技能的學習，不限於學校的訓練與教育。個人因為學

習可以獲得較高的報酬與較多的升遷機會，而社會整體也可以得到更有彈

性與新科技的勞動力。至於機構學習是指當城市的眾多個人為提高自身競

爭力而學習時，也促使所處的城市區域展現競爭力，換言之，學習型城市

將個人學習與大環境相連結，讓機構也重視創新與學習的價值與重要性

(Larsen, 1999)。 

此外，學習型城市建立的第一項策略是建立學習網絡與夥伴關係，包

括政府機構、民間企業、教育與研究機構、非營利組織都可以成為學習與

知識擴散的中心，以分享價值與以社會資本作為網絡的驅力。這是因為學

習依賴持續的資訊交換與流通。而透過組織建立的信任與穩定的關係，也

帶動城市、區域之間建立長期學習的關係。另一項策略是城市或區域以終

身學習途徑創造知識密集的產物與服務活動。雖然各學習型城市在終身學

習的內容會有不同的組合，類似任何好的食譜，其數量與成分仍需要適合

當地文化與居民的口味，因此在城市推動終身學習時，要考慮當地不同的

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反應當地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並將其內部化為學習

策略(Florida, 1995；Larsen, 1999)。 

另一個與學習型城市相關概念是在 2003年由學者 Patricia Hewitt提出

的知識城市的概念，認為城市的競爭力應定位在知識城市，並將其界定為

一個有目的與有計畫鼓勵知識的產生、分享與傳播的城市(Gurteen, 2003) 

8。知識城市概念十分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其出發點認為文化是知識

城市的動力(motor)，亦即城市與文化不但相互關聯，甚至如同一個銅板的

                                                 
8 更早是學者 Steve Searle 認定知識城市為一個有一所大學與一座國際機場的城市(Gurte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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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彼此不可或缺。文化是人類生活與社會關係的綜合展現，因此要落

實知識城市至少要具備兩項基本要素，一個是對於都市文化演進過程的尊

重，另一個是瞭解多重因素對於文化的影響，如國際環境、歷史演進和累

積的文化遺產等。 

因此，城市的競爭力提升策略要根植於文化的思維。就文化活動範圍

而言，最小的治理單位是城市，因而，知識城市需擁有能力與資源處理文

化的公共管理，同時該城市的大學、研究機構、企業的研究發展部門、非

政府組織、文化印刷事業，以及多媒體事業等，與此一公共管理部門合作。

因此，知識城市的治理是一個網絡關係，對於瞭解城市全方面轉型為文化

導向具有重要性(Gurteen, 2003)。 

以近年致力於朝向知識城市發展的 Barcelona為例，具有以下的特質

(Gurteen, 2003)： 

（一） 城市利用科技工具將知識傳播給所有公民。 

（二） 公共圖書的網絡符合歐洲的標準。 

（三） 所有公民有機會獲得與使用新的通訊技術。 

（四）  所有文化設施與服務符合中央的教育策略單位所提供的一致

標準。 

（五）  城市的報紙與圖書的閱讀層次符合歐洲的平均水準。 

（六）  設有學校與文化、藝術的教學。 

（七）  尊重多元公民文化的展現。 

（八）  將在地文化的服務展現在城市的街道上。 

（九）  透過空間與資源的提供，豐富社區的文化活動與集會。 

（十）  有公民中心，具有開放與分歧性，建立面對面的互動關係。 

（十一）公民獲得在其他都市區域的表達工具。 

另 外 一 個 與 提 升 城 市 競 爭 力 的 概 念 是 高 執 行 績 效 城 市

(high-performance city)。英國政府在2002年曾提出此一概念，認為要成為高

績效城市的因素，包括強勢的經濟、滿意的公共服務、易移進易移出、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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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與具有特質的文化、建立繁榮地理社區。進一步提出高績效城市具有以

下的特質(www.number-10.gov.uk/su/hpc/hpc.pdf, 2002)： 

（一）發展具有高效能的都市政策，並鼓勵進行長程的空間規劃政策。 

（二）重視城市中的環境與永續發展的議題。 

（三）城市的治理擁有強勢的領導力與遠見。 

（四）城市在經濟上的影響層面會大於治理的單位。 

（五）具有正式與非正式夥伴關係，同時需要更多的政策協調。然而，

夥伴之間亦會有緊張關係，應將其導向正面的創意動態。 

（六）處理城市問題需要由供給面政策變成需求管理 (demand 

management)。 

（七）至於對於城市的政府角色是導航或划槳仍存有爭議。某些人認

為政府應鼓勵城市成長，但不應該影響市場的力量，但是其他

人認為政府的角色要計畫與執行成長，而非僅扮演領導的角

色。 

至於高績效城市的發展策略要掌握六個 Cs的原則，包括： 

（一）複雜性(complexity)：城市是個相當複雜的組織，有流動的經濟、

社會與政治界限，因此城市治理時不能忽視此一複雜性。 

（二）集中性(concentration)：雖然已經在數位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但

是企業能在地理上集中與群聚仍是重要的。 

（三）能力(capability)：城市需要適當的軟體(如民眾的技能與知識改

變的能力)、硬體(資訊基礎結構)的設施以展現高績效。 

（四）創意(creativity)：一個治理良好的城市展現創新的、創意的與彈

性的特質，亦即城市的環境優美與適合生活。 

（五）競爭力(competitiveness)：一個高績效的城市依賴相當多的因素，

包括地方與全國政治，城市決策者面對內、外部環境因素的影

響。 

（六）選擇(choices)：高效能的城市要面對多元化的治理選擇，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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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領導能力與治理結構會影響績效結果。 

如前所述，不論學習型城市、知識城市或是高績效城市在某種程度結

合發揮資訊科技與知識傳播的特質。然而，知識經濟時代除了重視知識的

獲得與管理外，尤其強調透過知識實現創新、講求進取的精神。因此，創

新城市(innovative city)是知識經濟時代在城市在知識管理較高層次的展

現，尤其針對以知識協助城市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思考，進

而提升城鎮的競爭力。 

創新城市係指創新意識成為市民思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市不但設

法將創新想法付諸實施，並不斷宣傳、傳播創新的實踐成果，以持續不斷

讓城市產生新的創意。創新城市是一種全方位涵蓋、全社會參與、全過程

連動的整體創新城市。在做法上，創新城市的形成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

知識獲得與散佈的過程，掌握城市的特色的個人或機構，提出創新思路和

方案；其次是知識融合與發揮的過程，也是針對創新想法和方案進行比

較、篩選、實踐的過程，即運用分析、評價、組織和融資能力，在城市金

融與組織架構內成功地落實城市創新的解決方案。所以，創新城市可視為

涵蓋技術、組織、制度、融資、營銷等各方面創新的創新體系，以展現具

有創新力城市的特質(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1997；王泠一，

2004)。 

在這個實現創新城市構想的過程，創新的關鍵在於以環境永續發展為

城市發展規劃的主要思維，其涉及三項重要的理念：首先，是對於城市的

規劃從「規劃文化」到「文化規劃」。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在城市

型態、制度規範、市民行為等方面日趨雷同，因而在地文化的特色區別尤

其顯得重要、更有價值。換言之，在地文化是世界城市保持其獨特性和競

爭優勢的核心資源，每個城市的文化特徵和文化品質為城市在競爭中創新

發展、脫穎而出。創新城市亦必須充分在地文化的特色，實施文化導向的

城市創新戰略，又是一種創新實踐，是在對城市文化資源深刻認知的基礎

上，探討城市文化資源如何有助於城市的整體發展，從而進行鑒別創新項

目、設計創新計劃、整合各種資源、指導創新戰略實施的過程。決策者把

握住文化的發展動向，將城市文化的進步反映、融會和固化於城市景觀、

產業傳統、社會網路、個人技能等方面。因此，在城市創新活動中始終貫

穿文化的思維，對於城市的價值體系和發展目標形成指引(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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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f Mayors, 1997 & 1998；王泠一，2004)。 

其次，是從「更多工作創造更美的城市」到「更美的城市帶來更多工

作」的思維。全球化和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產生一種新的城市秩序，亦即

投資和就業機會在世界範圍內的各個城市迅速流動。為吸引和留住企業在

當地投資，城市政府提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但致力改善城市的面貌和

投資環境，以使城市對投資者更具吸引力。為此，城市行銷(City Marketing) 

理念成為現代城市經濟發展中一股日益強大的力量，在做法上相信「城市

更美好可以帶來更多的工作」，強調城市行銷工作為推動城市發展的領航

作用，這與以前「更多工作可以使城市更美好」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王泠

一，2004)。 

最後，是從「服務型政府」到「開創進取型政府」。「開創進取型

(enterprising)政府」是創新城市的治理模式之一，其不但強調財政的節流，

同時也要求積極開源，如創業基金(enterprise funds)、留成分紅制(shared 

earnings)及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解決財政困境(詹中原，2002)。這種新

的城市治理模式由進取型政府積極促進城市發展、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城

市管理的模式，成為解決許多處於工業化衰退期城市的主要途徑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1998；王泠一，2004)。 

此外，創新城市的治理模式具有三項主要特徵。第一、治理主體的多

元化：城市治理的主體不限於公共部門，社會各個部門，私人部門、半公

共機構和公益組織等都參與到治理的過程中；第二、治理形式的合作化：

城市治理不是政府機構單獨決策、實行垂直管理的過程，而是由各個治理

主體之間進行協商合作的過程，鼓勵與城市發展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主動參與到城市治理過程；第三、治理結果不由一方控制：公共和私人部

門在治理過程中相互協作、相互影響，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結果的產

生不受任何個人或機構的完全控制(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 

1998；王泠一，2004)。 

肆、資訊化對於城市治理之衝擊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網際網路(internet)、電子商務(E-commerce)的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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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講求速度、效率與便捷。學者 Manuel Castells觀察世界經濟的發展

由傳統的「工業社會」，全面轉型為現代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

而網路社會具有「資訊化」(informatization)、「網絡化」(networkization)與「全

球化」(globalization)三項特徵。其中資訊化是指利用以知識為基礎的資訊

促進產品的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網絡化特徵是指企業在全球企業體形

成的網絡體系中增強其生產力與競爭力(夏鑄九、王志弘譯，2000)。至於

全球化特徵指的是資訊科技的發展加速全球整合的趨勢，尤其以經濟活動

最明顯。在這三項特徵中，資訊化不僅廣泛影響民間企業的各個層面，同

時也促成政府部門電子化9的轉變，亦即政府應用資訊科技和數位網路技

術，將公共事務和對民眾的服務透過網路技術進行整合與管理，來提高政

府的工作效率、決策品質、控制能力，同時也進行組織結構的重組和業務

流程的再造，以全方位地提供民眾超越時間、空間與部門區隔的服務(Roche, 

1997；黃仁德、姜樹翰，2001：163)。 

因此，拜資訊化普及與發達之賜，過去以工業為基礎的城市為高度資

訊機能城市所取代，透過電子化政府的推動，使得政府不僅成為最大的資

訊蒐集者，同時也是最大資訊擁有者，不但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民眾、企業

資訊，透過網路向民眾宣傳各種政策，擴大服務職能，提高政府的服務效

率；同時也能依據所掌握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資訊，作出理性的判

斷，提高政府決策的速度與城市治理的品質。 

此外，資訊科技的發達也讓非政府部門迅速掌握快速傳遞的資訊與知

識，使得在新的都市治理的關係中，決策的有力影響者不限於傳統的政府

部門，而是跨越了政府、企業及民眾部門的多元化行動者。如同學者Castells

指出資訊科技的發展提供豐富的知識與資訊基礎，促進經濟全球性的發展

及以網絡為基礎的組織形式，政府與及非政府部門的合作關係是政府治理

模式的核心(Stone, 1993；Stoker, 1995；Fainstein & Fainstein, 1982)。 

例如荷蘭有超過六十個市鎮有自己的網頁，如阿姆斯特丹的數位城市

是歐洲最大的城市網路，這是由城市政府及義務團體等對城市教育有經驗

                                                 
9 一個電子化的市政府服務內容包括：市區各公共場所放置公用電腦與互動式寬頻網路，讓
民眾可就近獲得公共服務與資訊；建置地理資訊系統電子地圖資料；改善民眾申辦案件的
流程與效率；利用智慧卡確認身分處理許多市民事務；利用影像會議室改善與民眾、企業
之間的交流；利用網內交流簡化複雜的多媒體資料的傳送，以及網際網路政府資料庫公開
給民眾等(Roche，1997；黃仁德、姜樹翰，20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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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心人士所組成的，當中有許多紊亂無紀律的「地下」討論團體(Brants, 

et al., 1996)。在1997年，超過45,000的阿姆斯特丹居民註冊，平均每一個

禮拜參觀一次這個「虛擬城市」(Francissen ＆ Brants, 1998)。 

此外，歐洲一百多個城市共同所組成的「電訊城市」(Telecities)，其會

員係基於歐盟整體的考量與科技的運用，規劃出發展「單一歐洲訊息城市」

(Infocity; http://www.infocities.eu.int/)的計畫。該計畫區分為公共與市民服

務、文化、教育、衛生健康、交通、電子商務及訊息城市等六項子計畫。

為測試其可行性，特別規劃赫爾辛基、海牙、巴賽隆那、波隆那、曼徹斯

特、列日及尼斯等八個城市為初期執行單位。從 1997年初開始執行，截至

目前為止，執行最徹底，最為世人所重視的要算是赫爾辛基(翟本瑞，2000)。 

芬蘭「赫爾辛基兩千年虛擬城市計畫」被視為「虛擬城市」10的典範，

除了政府積極的推動外，業界的配合亦是很重要的因素。赫爾辛基在網路

上複製城市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建築，市政府的各項服務也一併搬上網

路，打造虛擬赫爾辛基市。民眾可以在虛擬實境中的赫爾辛基街道上實現

各種可能性，現實世界中的商業、通訊及交際活動，都可以在虛擬城市中

實現。整個計劃首先以 3D技術，在網路虛擬空間中，不僅複製建築物，

也將建築物所提供的服務，例如銀行、圖書館等忠實呈現(彼得潘，2001：

25)。 

美國奧克蘭在1989與1990年兩次重大的天然災害後，利用聯邦緊急

管理署FEMA的經費開始建立全市地圖的網站，以協助受到災害影響的民

眾能盡快重建家園與企業。該網站內容包括全市的詳細街道巷弄地圖、犯

罪報告、人口普查、大眾運輸的官方資料以及歷史資料等。此一網站是以

資料為基礎，以減少系統維護的問題，尤其是讓市民迅速獲得有關市政資

料與許多城市的服務。科技使城市的民眾容易在都市作生意與降低等候時

間，因此虛擬的奧克蘭(Virtual Oakland)減少公務員回答民眾詢問的時間，

也促進部門之間的合作，並讓公務員因為迅速獲得所需要的資訊而變得更

有效率(Anonymous, 1997)。 

因此，資訊時代的興起對於城市與區域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對於都

                                                 
10 「虛擬城市」的概念已不只是「虛擬實境」的衍生，而是網路資訊應用推至完善的最終效
果。若簡單定義「虛擬城市」，可以將各種政府服務的許多功能在網路上呈現，再搭配民
間應用領域的推廣(彼得潘，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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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發展會造成衝擊。例如高速資料傳輸(high-speed data transmission，簡稱

HSDT)與視訊會議(video conference)使得長距離的資訊交換變得可能，尤其

對於依賴知識與資訊發展的經濟活動，這種技術發展是重要的(van den Berg 

and Braun，1999：989)。此外，城市不再生產工業品，而是生產資訊，各

種資訊被聚集在城市，經過加工、處理，再傳播出去。城市聚散的基本功

能沒變，但對象改變，資訊社會以資訊為對象，城市不再生產工業品，聚

散功能實際上是對各種資訊的聚集和擴散。由於資訊科技縮短了距離，因

此，企業會到較便宜的地點設廠，進而降低空間的競爭性，同時加強地區

之間的互補性。 

另一方面，城市的產業全部知識化和服務化，但無論城市的功能如何

萎縮，有一個功能是不會變的，就是情感交流的功能，不論資訊社會如何

發展，仍無法解決人們對情感交流的渴求。因而個人與面對面的資訊交換

變得重要，尤其是未經計畫的資訊交換活動(Hall, 1995)，稱為高接觸的活

動(high-touch activities)，如流行訊息、出版、設計與藝術等，都市區域提供

環境吸引此類型的活動(van den Berg and Braun, 1999)。最後，資訊科技的進

步也改變與複雜化跨國城市之間的合作和競爭關係。城市群將形成，城市

與城市之間靠網路和綠化帶連接。 

因此，為因應資訊社會、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城市朝向更

為有效率的企業化管理，其中企業導向的都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的任

務是要讓城市更為和諧的發展。亦即管理城市如同管理一個企業，尤其過

去城市的管理者相當依賴官僚權威與不同於企業的組織文化，因此，城市

管理者應讓地方政府之間有更好的溝通，作為服務提供與需求的條件(van 

den Berg and Braun, 1999)。表二係整理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下不同競爭城

市的類型與其意涵。 

 

 

 

 

表二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下競爭城市之類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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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界定 特質 案例 

資訊城市 達成三項目標： 

(1)有效支援都市產業發

展，提高競爭力 

(2)滿 足 市 民 日 常 的 交

通、購物、娛樂、休

閒、安全、教育、醫

療等需求，保障市民

「知」與「言」的權

利 

(3)創造具有地方特色、自

主意識的網路文化 

●具有先進的資訊及通

訊硬體的基礎建設 

●建置資料庫 

●提供各種資訊服務提

供相關各項法令 

●建立相關組織與經費 

●建立資訊化潮流的社

會文化 

東京為著名的國際

性資訊都市 

科技城市 ●是世界城市發展到 20

世紀末 21世紀初脫穎

而出的新城市形態 

●在全球範圍內，主動順

應知識經濟社會發展

要求，發展當代先進科

技生產力基礎上，推動

與促進經濟、社會、文

化、生態協調發展 

●以科學教育為先導 

●擁有一流的大學和研

究機構 

●科技實力雄厚 

●建立新技術產業的園

區 

●新技術產品的出口 

●創新能力較強 

●產業優勢明顯 

●新興科技城市 

●韓國科技城市大

田 

●美國德克薩斯州

首府奧斯汀 

●亞利桑那州首府

布萊克斯 

●澳大利亞昆士蘭

州布裏斯班 

●加拿大渥太華、卡

萊頓 

●中國的南京、蘇州 

●日本的岐阜 

知識城市 ●擁有全球最具競爭力

的知識經濟的新科技

和人才與投資，持續推

動以知識來提高生產

力 

●知識經濟區域的城市 

●有利於知識經濟的就

業、專利登記、研發投

資、教育支出，以及資訊

和通訊技術基礎設施 

舊金山，波士頓 

創新城市 ● 將 創 新 想 法 付 諸 實

施，並將創新實踐和成

果不斷宣傳、傳播，以

維持城市不斷進行創

新過程 

●具有創新力的城市 

●創新意識成為市民思

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創新提升城市競爭

力 

●北京企圖發展為

國際知名的生命

科學創新中心 

●東莞建立創新發

展模式 

數位城市 ●資訊建設扮演關鍵角

色 

●建構高效能數位政

●GIS應用與衛星結

合，形成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上海擁有全球最大

的有線電視網，同時

是國際海光纜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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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提高生活品質，

並創造出許多的資訊

產業的就業機會 

 

System，GPS）與網際

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Internet GIS）等 

●建立新興的積體電路

產業基地 

和無線通信設施最

密集的城市之一，建

立以積體電路、軟

體、資訊服務業等為

代 表 的 資 訊 產 業

區；軟體營收、軟體

出口和軟體從業人

員的比重都在全國

佔據重要地位；資訊

服務業的營收達到

500億元以上 

虛擬城市 ●城市的具體概念被瓦

解之後再重組，透過網

際網路形成虛擬的城

市空間 

●最簡單的虛擬城市是

將城市中公領域的許

多功能、公權力可以控

制的私領域資訊、或是

城市花絮等在網路上

呈現 

●一切實體都市提供的

行為與空間，都可以透

過網路與通訊找到與

解決 

●柏林政府建立的

虛擬柏林 

●台灣 Taipeilink.net 

●芬蘭虛擬赫爾辛

基  

世界城市 ●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

區域範圍內起到經濟

樞紐作用，並具有高度

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與

國際服務功能，集中世

界主要的跨國公司與

金融機構 

●城市人口規模大部分

在五百萬人以上的超

級城市 

●保護和積極更新舊城

區、整治完善市區建成

區、疏解中心大團、村

鎮適當合併、完善城市

綜合交通體系和實施

區域生態保護與建設

等六項措施 

●有計劃的疏解舊城區

●全球經濟的組織節點 

●連接區域經濟與國家

經濟形成全球經濟 

●主要金融中心 

●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 

●國際機構所在地 

●重要的工業中心 

●主要的交通節點 

●較大的人口規模 

●世界城市分為綜合型

和專業型兩種 

●綜合型如倫敦、紐約、

東京三個國際化大都

市 

●洲際級如巴黎、法蘭克

福、多倫多、洛杉磯、

芝加哥、大阪、香港、

新加坡等 

●日本東京是世界

最大城市，有 3500

萬人口 

●墨西哥首都墨西

哥城，有 1870萬

人口 

●紐約有 1830萬人

口 

● 巴 西 聖 保 羅 有

1790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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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 

●在城市中心區嚴格控

制吸引和產生交通流

量較大的建設項目等 

●專業型分為金融型、政

治型、交通型三大類 

●金融型世界城市以法

蘭克福、蘇黎世、香港

等為代表 

●政治型世界城市有日

內瓦、布魯塞爾、柏林

等 

●交通型世界城市包括

鹿特丹、大阪、新加坡

等。 

全球城市 ●處於全球樞紐地位和

新的資訊節點 

●具有資訊化時代特徵

的流動空間形式 

 

●跟得上全球化浪潮的

城市；跟不上者，可能

被排擠，最終淪為邊緣

城市(marginality city)或

成 為 被 遺 忘 的 城 市

(deserted city) 

●人類學家莎絲奇

雅‧沙珊在 1991

年出版「全球城

市」一書，列舉三

個共享獨特都市

文化且處在全球

經濟體中獨特地

位的大都市：紐

約、倫敦和東京 

● 其 他 如 法 蘭 克

福、香港、阿姆斯

特丹、聖保羅、雪

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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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升競爭力之城市治理實務分析 

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將「知識」這項資源有效地管理，不但是當前企

業最重要的課題，也是城市要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挑戰。亦即如何藉由城市

中學習機會與資源的提供以帶動學習的風氣，是所有關心城市生活品質的

民眾所應共同關切的重點，例如以終身學習體系提供民眾學習機會及多元

的管道，以公共領域的建立促成民眾透過溝通與對話來關心和參與社區公

共事務。例如在歐洲終身學習社會運動中的一項重要發展是「學習社區」

或「學習城市」(也可以是在鄉鎮或地區的發展)(林勤敏，2000)。 

因此，學習型城市建立以市民為主體的學習體系，利用資訊科技的特

質完成知識管理的目的，使市民運用技能及知識改善城市生活環境與品

質，並且使生活環境中的經驗變得有意義的一種學習過程。在作法方面，

可以先系統化調查民眾的學習需求及觀點；規劃居民學習與目標及工作的

配合；以資訊科技方法增進學習之效果，例如利用資訊科技建立數位化的

交流方式，亦即將社區學習與互動網路化，鼓勵社區成員隨時可以進行互

助學習(林俊廷，2000)。 

在此城市的在進行知識管理的知識能力(urban knowledge capability)為

一整合性概念，係指城市具有創造、掌握、流通、轉換與利用各種新知識，

以連結整合到城市之內各領域活動的能力。知識意涵除了包含技術、管理

能力、行銷與政策制訂外，也包括藝術及工藝。而都市知識管理的相關行

動者(actors)包含大學、研究機構、資訊科技業者、網際網路業界，以及地

方政府等。具體言之，城市知識能力的展現包括不同的基本活動 (van 

Geenhuizen et al.,  1997)： 

(1) 知識的公共儲存管理(management of public stock of knowledge)，包括提供

圖書館等，甚至更重要的是將居民人口與勞工力技能現代化知識。 

(2) 新知識的創造(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此一活動是指在大學、研究

機構與公司結構定義良好的活動，然而新知識也是不預期的事件(如會

議)或是研究實驗時的向一邊(sideways)所造成的，新知識使用者與創造

者之間密切合作的互動發展的。 

(3) 知識的轉換與轉換：在不同學科的基本知識與應用知識之間存在差異

性，以及專業術語的差異性，為了要彌平這種差異性，知識要以不同

語言與表達方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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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識的利用：多數的知識使用者是政府與公司，由於社會逐漸認知到

經濟成長是基於對於新知識的利用，不只要新知識的可汲性，與市場

與生產組織的特定條件。 

(5) 知識的傳輸：包括透過正式的教育，例如大學、高等教育機構、學校

與企業學校(company schools)，也包括透過非正式管道的訓練與區域技

藝的精緻化。 

 

在都市知識能力中，有許多的參與者包括大學、較高等的教育機構、

研究機構、顧問公司、智庫、製造與服務公司、網絡與掮客、地方政府、

中介團體等。這些行動者的績效相當複雜、不易理解，例如歐洲的德國 Jena

城市提供一個因應經濟與文化轉型形成學習型城市的例子，該城市的經濟

發展，不但受到東德城市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當地國際知名 Carl Zeiss光學

與儀器公司的影響。11因此，該城市以科技作為學習城市的基礎，Jena的競

爭策略是發展成為高科技城鎮，例如持續推動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Larsen, 

1999)。 

法國的 Politiers原本是鄉村型地區，之後透過通訊技術、多媒體軟體

與高科技工作團隊建立地區的特色，朝向學習型城市發展。此外，亦結合

研究發展、教育與休閒活動等策略建立未來視野(Futurescope)主題園區，成

為該市的觀光點，吸引全球觀光客參訪。此外，也吸引70家公司到該城市

發展，不但為該園區創造 1,500個工作機會，整個區域也創造 12,000個工

作機會(Larsen, 1999)。 

西班牙的 Andalusia提供另一類型學習型城市的發展模型。該城市本身

擁有溫和氣候、豐富農產與文化資產的優勢，有條件發展多元化的活動，

尤其近年投資在科技、通訊技術的研究發展，與大學教育建立夥伴關係，

使其成為跨國企業投資計畫的優先考慮地區，而城市之間的網絡形成與區

域的合作提供該城市作為學習型城市12的重要工具。 

荷蘭 Rotterdam也是一個致力以知識管理提升競爭力的模範城市。近

                                                 
11 Jena城市的多數民眾在Zeiss公司工作，雖然人數逐漸減少中。 
12 歐洲最大規模城市重新發展的計畫是在英國London的 Kent Thames區域。過去三十年投
資四十億英鎊積極將工業城轉型為學習型城市，例如水泥廠有 15,000名員工，之後，由
於鐵路運輸中心提供高速火車與歐陸的連結，發展 30,000戶的新住宅與結合不同辦公室
與住宅組合的區域，包括居民與 50,000人新員工，在發展時，Kent強調創造名符其實的
學習區域，包括鼓勵私部門參與學校的設立(Lars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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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由於歐洲單一市場的整合完成、東歐市場開放、全球運籌體系的建

立、海陸聯運網形成的競爭壓力下，鹿特丹港為歐洲轉運站的地位漸被其

周圍之新興港口所取代。荷蘭政府當局認知到必須透過提昇運輸部門之新

知識資源與能力，包括港口服務、關稅制度、財務支援、港口吞吐量與基

礎設施擴充等，作為提供預算作港口功能與都市政策擬定之研究，以發揮

鹿特丹都市知識能量，並與經濟創新政策及區域經濟活動相結合。

Rotterdam為增加都市知識題案的一致性，建立兩個管理組織，一是學術訓

練(disciplinary)途徑(運輸技術)，強調研究機構與企業使用者之間的連結，

另一是區域途徑(regional)著重用利用教育對於知識的轉換與利用。例如對

於處理與移動海運貨櫃自動化系統的知識運用，包括對於船隻卸貨、卡車

或火車裝貨，以及自動化的導引設施到碼頭，這些研究目的是在增加海運

服務的效率，避免利用道路系統，第二個研究是在認定海運服務的附加價

值(Van Geenhuizen & Nijkamp, 1998)。 

西班牙 Barcelona為知識城市的推動模範13。市政府提出發展策略，期

許在於2010年成為知識城市。其中規劃強化城市在文化生產與文化產業的

領導地位，如印刷部門與多媒體印刷部門的資本投入，同時包括利用新興

科技與新媒體的內容成為數位城市。Barcelona針對城市的文化層次提昇，

包括契約簽訂、自主性與評估制度的建立等三項要素。首先，目標的達成

很少僅依賴單一組織，而互動機構組成的密集網絡需要對於文化的同意，

亦即計畫為城市內不同文化機構針對共同目標所形成，但是必須給予多重

契約或協議，而非針對單一組織。第二個概念是自主性，文化計畫的訂定

需要有高度的自主性，以確保有彈性，適應變化的環境。第三是評估制度，

亦即建立追蹤系統，一要建立城市指標以利於追蹤績效。另一是要建立可

以測量的計畫指標。至於其它的措施包括設立文化計畫的創業基金，包括

將文化消費的層次提升，讓民眾均有機會接觸到文化表演，同時增加城市

中擔任劇場與音樂表演的人口，所謂的「座無虛席計畫」 (no-empty-seat 

programme)。另外是將創意的應用由訓練中心轉換到生產中心，讓企業合

作於創意的生產。此外，使文化成為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的關鍵要素，

                                                 
13 Barcelona的第一次轉型是在議會形成後民主政治的轉型，成為民主城市；在工業革命時
期轉型為工業城(industrial city)；之後，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轉型為服務城(services 
city)；廿一世紀開始，文化將領導城市的第三次的轉型，成為根基於知識與永續發展的城
市(Gurte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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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所有的文化計畫有助於社會凝聚力的實現，同時要根據三個關鍵概念

為基礎，包括平等、尊重多元性與社會性，亦即文化部門要能要能對於知

識的獲得途徑提供供平的機會，以及對於社會技能的獲得提供平等的機

會；其必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允許公民之間面對關係建立的空間與

條件。此外，這些客觀目標要能建立親近性與社群行動的基礎上。最後，

現代文化的流通受到資訊與通訊科技的影響，因為科技的應用改變文化的

典範，配合資訊化與數位化的時代需求，將 Barcelona文化以數位方式流

通。因此，新的文化典範(cultural paradigm)是文化與資訊及通訊科技一起應

用的。在推動知識城市時，Barcelona利用網際網路數位連結的特質，塑造

成為新文化的全球流通，尤其利用網際網路簡化了市民對於獲得新科技與

知識的途徑。Barcelona在達成文化復興與創新的做法，包括建立城市文化

資產的服務與設備的更新網絡(renovated network)，對這些文化遺產賦予其

新時代的知識內容與精神，使其作為吸引力提升的要素：二是鼓勵博物

館、圖書館與文史檔案館等產生與傳播知識；三是利用資訊科技設備改善

博物館、圖書館與文史檔案的管理效率，以提升管理的過程與品質；四是

知識集合的擴大，亦即促進博物館、圖書館與文史檔案館的知識能量

(Gurteen, 2003)。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文化與知識是促使一個城市的能

見度提高的要素，Barcelona在文化的促進與散佈中，注意到實體與虛擬環

境的創造，也注意到與其他城市合力發現共同的文化產品，吸引其他地方

的投資與創造者，或是與觀光旅遊業合作針對文化事件與節慶活動加以規

劃，使其成為文化與知識的城市。14 

近年在中國大陸，學習型城市或知識型城市的建立亦為城市發展的主

要策略之一。例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西安、大連等中心城市在產

業的布局上，積極規劃與推動知識型服務產業。在做法上，將輔導軟體、

晶片設計、技術服務等知識型服務產業的發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由

政府部門改進對外投資、境外機構設立、外匯使用、人員出入境、海關等

政策限制，拓展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以上海市為例，市政府認定終身學習

                                                 
14 Barcelona組成藝術與文化的大都會委員會(The Metropolitan Council of Arts and 
Culture)是為負責討論而不直接執行計畫行動的機構，其視為一個參與、關係與討論、協
調、評估與追蹤的單位，視為一個獨立的組織，作為對於政府行動一致的重要支持，其組
成包括三種成員，團體成員如工商協會專業協會等，二是機構成員，城市主要的公共與私
立文化機構，區域的城市委員會等，三是個人成員，對於文化發展有興趣的領袖人物
(Gurteen, 2003)。  



 

 

 

71 

是邁向學習型社會的必經之路，積極建立終身教育與學習型城市(岳經輪、

陳建強，2000)。在1980年代，上海市已培養了 20多萬的專業人員，全市

勞動生產率因此提高一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上海的決策者認識到「今天

的教育，就是十年後的經濟」，1990年代對教育的重視為上海經濟在 1980

年代的持續，成為創造競爭的重要條件(蔡來興，1995)。2000年上海教育

發展的戰略目標是形成與上海經濟科技實力和社會政治文化需求相適應

的教育規模；教育質量達到並保持國內一流水平，某些重點學校或學科達

到國際先進水平；建立起結構合理、功能完善、制度靈活、縱橫相通、管

理體制健全、開放多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教育體系，把上海建設成為全中

國的教育先進城市和教育對外開放交流的重要基地(上海教育發展戰略課

題組，1987)。此外，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上

海市政府積極建立全民終身教育體系和創建「學習型城市」的長遠目標，

同時在教育方面強調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以及學習科學文化與加強思想

修養的統一，堅持將書本知識與創新精神的結合。至於上海市政府實現終

身教育體系和創建學習型城市的主要策略，包括：發展教育市場，利用社

會力量舉辦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活動；擴大各級學校的開放性，建立

開放性教育系統；利用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實施教育活動；發

揮大眾傳媒和電腦網路的教育功能；以及開展群眾性學習運動。另外為建

立靈活的學習環境和更廣泛的學習機會，市政府建立以通訊技術為基礎的

現代教育，發展適應教育現代化的遠程教育公共建設設施。例如利用現有

的教育科學網、電視網和電信網為基礎，建立上海遠程教育網，由大學聯

合開放遠程教育體系(岳經輪、陳建強，2000)。 

台北市做為台灣的首善之區，擁有發展知識城市相當優越的條件，尤

其在激烈的國際都市競爭壓力之下，資訊化的腳步也十分快速，透過全面

性的資訊建設，大幅地提振台北市的產業經濟競爭力，也提高市民的生活

品質與內涵。台北市政府在推動資訊城市之做法主要透過網路新都計畫的

執行，並以電子化政府的建立，利用網際網路技術提高行政效率與都市競

爭力(林峰田，2000)。高雄市政府位於南台灣都會區核心，市政府亦致力

建構高雄市成為全球化資訊城市。其他如新竹市、台中市政府亦致力於建

置該市為資訊城市。然而，在台灣的城市競爭與評比，似乎仍著重在資訊

科技等硬體設備或是網站的建立，對於知識管理與終身學習的應用上，仍

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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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以往城市的競爭力是來自人口規模、官僚組織的層級或是

經濟財富的多寡，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知識經濟的思維，二十一世紀對

於城市競爭力的評估不再依據規模大小，而是根據發展潛力；不是因為官

僚層級節制組織，而是因為治理網絡的運作；不完全依賴財富，而是憑藉

城市是否能因應環境變化、生活品質改善、文化創新、城市行銷等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從歐洲、美國與亞洲之學習型城市與知識城市的說明，可

以發現這些利用資訊科技於知識管理與創造的城市，並沒有單一的成功治

理模式，如矽谷(Silicon Valley)採取市場導向，新加坡(Singapore)與中國大

陸的城市是由政府主導，而 Helsinki則是介於前兩者之間。因此，知識城

市可以由不同的治理制度達成(Kelly, 2002)。 

陸、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化時代，跨世紀結構性的轉換使得地方政府的角色被重視，期

以解決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城市衝突與競爭問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被

都市規劃者與政治人物視為重要的經濟權力，有必要將知識、文化加以活

化，同時將知識轉換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而地方或城市政府的知識能

力是一個整合的概念(an integrated concept)，包括知識的產生、吸引與利用，

行動者之間的不同合作網絡，以及賦予在地文化的新意涵。也因此每一個

城市都有屬於當地特質的文化與知識基礎，同時不限於透過正式教育與訓

練的過程來傳遞知識，城市的知識也來自經驗的累積，以及知識供給者、

諮詢者、顧客，專業的會議與偶然的交談，甚至包括有關地方事務的研究

發展與意外發現，以及在大眾傳播媒體、圖書館、展覽館與資料庫之間流

通的知識等。然而，以上這些都市行動者對於知識的獲得與應用通常有分

歧甚至衝突的想法與目的，例如產業界希望知識管理能促進競爭優勢，地

方政府希望藉此多創造高科技的工作，此外，有不同的行動者會執行不同

的角色。例如，大學扮演多重的角色，包括將知識商業化以及進行知識的

傳統教學與研究工作。因此，都市提升競爭力的能力是多元面向與科際整

合。最後，城市促進知識能力與競爭力時，應具有的條件包括：硬體(hardware)

如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有機體(orgware)指政策目標與方案是經過城市參

與者的充分協調與溝通；環境體(environware)指城市知識的產生是為了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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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能源效率與將生態環境的應用於都市住宅與空間規劃；經濟體

(econware)指的是經濟可行性與財務標準，如成本效益分析與成本效率模型

與經濟影響分析；資訊體(Infoware)即對於先進資訊科技的充分利用，包括

電子資料系統、軟體、模擬與實驗等，確定性。當城市具備前述條件後，

公共管理者的經營思維模式也要有隨改變。在人力精簡、財務有限的限制

下，城市治理者的管理能力提昇更應借鏡知識管理，增加知識投入，而非

傳統勞力或資本投入方法以增進公共服務生產。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與資訊成為城市管理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為因應全球化變化的挑

戰，城市要激勵市民、社區、非營利組織等夥伴參與城市內外治理；同時

要鼓勵市民自我組織以解決公共事務問題，都市要追求都市體系的知識與

其對管理意涵的新知識，以此提升城市的競爭力與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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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Governance Approach to 
Improving City Competitiveness 

I-Chun Liu ∗ 

【Abstract】 

Urban regions are becoming more exposed to global forces, as the nation state becomes 

more open to capital and trade flows. Cities indeed face more stiffening competitiveness 

among urban regions and cooperation of various actors. In other words, cities now have more 

scope to develop their own strategies of competitiveness and access world markets, global 

labor and capital. Especially, cities play more important and leading roles in global competitive 

system. Cities become the main constituen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ch can influence 

whether the state can maintain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predominance in the whole world.  

Recently, th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city, technopolis, learning city and digital city have 

described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ity in order to upgrade quality of life and cultural level of the citizen. 

By recognizing that the trend of informa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can revive economy of cities and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aper, I try to describe 

the governance approach to improving city competitiveness. I use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future stud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n, I will provide some practices of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Finally, I will present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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